本檔案未經整理
中國天主敎本地化的理論與實踐     徐錦堯
(一)   教會本地化 — 一個不該成為問題的問題
中國教會直到今天還在問 : 為甚麼要本地化？其實這個問題也可以反過來問：為甚麼教會「不」本地化？教會本來都是本地教會，一切教會本來都是本地化、在本地中成長、烙上本地印記的。無論是遠自聖經時代的「格林多教會」、「厄弗所教會」，或者是近至今天的法國教會、澳門教會，都無一不是「地方教會」。

「普世教會」本來並不在時空中「具體地」存在。讓我們作個比方：世界上並不存在「白色」，存在的只是白色的雲、白色的紙、白色的顏料等 ; 我們也找不到具體存在的「愛」 ( 除了「天主是愛」以外 ) ，因為存在的只是愛的行為，例如父母愛子女的某個具體行為。同樣地，真正而具體存在的，不過是無數大大小小的、具體的地方教會，「普遍的」或「普世的」教會並不具體存在。它不存在於香港，也不存在於羅馬。
相反地，真正的地方教會，便是我們所習稱的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這就是梵二文獻「主教在教會內牧職法令」所說的：「由主教籍福音及聖體在聖神內集合起來，而組成『地方教會』，至一、至聖、至公、及傳自宗徒的基督教會即臨在此處，並在此活動」 ( 11 ) 。這些地方教會都是真正而完整的教會，它們並非部分的教會，也不是「普世教會」的一個支部。
那麼，「普世教會」存在在哪裏呢？它在各個地方教會、在伯多祿宗座領導下的彼此共融之中。換句話說，當地方教會與全球各地的地方教會共融時，普世教會即臨現其中，這些地方教會也隨即有了「大公性」。
(二)　 本地教會與降生神學
許多人對教會本地化採取保留態度，是因為害怕會因此而喪失了教會的普世性。其實，教會如果按過去的模式而不斷「羅馬化」，教會普世性的特質反而不能充分彰顯出來，因為我們所見到的並不是「普世」的東西，那些大大小小的所謂地方教會，都只是羅馬的復製品而已。相反地，降生奧蹟告訴我們：只有真正的地方化才能彰顯普世化。
天主本來是無形無像、廣闊無涯、無限超越的神，對於這樣的「純神」，我們有限的人類永遠無法觸摸到祂的邊際，更不要說認識祂、愛慕祂、侍牽祂。但祂降生成人，具體地進入了人類的歷史。祂成了有形有像、有限制、有肉身、有死生的人，他和常人無異，毫不「超越」，但他却因此使人可以認識祂、親近祂、觸摸祂。從此，人神的關係因著降生的事件而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使人由對上主遙遠的認識，而進入到建立親密「人際」關係的階段。
藉著降生奧蹟，耶穌這個二千年前的猶太人，成了我們接觸宇宙之主的媒介和通道，用神學的語言說，耶穌成了天主的「聖事」。降生可以說就是一個無限的天主，剛好在具體化、有限化的過程中，而彰顯了祂的無限性、超越性和宇宙性 ; 藉著降生，祂的超越性和宇宙性反而比從前遙不可及的形像更加鮮明和清晰，更加容易被人體認出來。更具體一點來說，天主選擇了用降生奧蹟來啟示自己，並要在有限化的過程中去表現自己的無限 ; 而且這也是祂所選擇了的「唯一」的途徑和方法。
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教會—基督的這個奧體—也必須依循降生奧蹟的規律「降生」在人間，在人間的時、空、文化、生活中出現，而且要在這本地化和「特殊化」的過程中，去彰顯其本身的超越性、普世性和大公性。真正的地方教會，如果與普世其他地方教會共融，不但不會掩蓋其自身大公性的特質，反而會在普世教會的共融中發出獨有的光芒，使這個普世教會恍如具有萬道彩霞，更顯得光輝燦爛。
(三) 　本地對本地人是可愛的
除非另有特殊原因，否則，我們都會覺得本地的可愛。我們愛自己，愛自己的父母、家庭、學校、鄰居和朋友 ; 我們珍惜我們曾擁有過的故居和玩物，留戀我們曾踏足過的土地和園林 ; 我們慶幸自己擁有一個名字，喜歡用自己能暢所欲言的「母語」與人交談和分享 ; 我們願意知道自己屬於甚麼社會、國家和民族，願意找到自己和自己家族的根 ; 我們不要成為一株無根的浮萍，也不願承認自己只是個突然來到世上，不久又要突然消逝得無踪無影的「過客」 ; 我們希望知道自己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究竟是怎麼樣的一滴水—怎樣的一滴不可或缺的水。
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我們所擁有的更是值得珍惜的東西 : 我們有五千年的歷史和文明，它還是「種由中國人獨自創始、獨自發展，而又是世上唯一能連綿不斷地延續至今的文化 ; 今日我們中有些人的姓氏就可以上溯到三四千年以上 ; 我們有世上最長的編年史，我們在詩歌和文學上的成就，無論就質和量來說都是驚人的 ; 我們的方塊字、音樂和繪畫，儘管不是世上最完美的藝術瑰寶，却是極具特色的人類遺產 ; 中國人對天道或人道，對大自然或人間的組織和制度等等，在二、三千年前已有很深的認識和相當獨到的見解，以致梁漱溟先生稱中國文化為「人類文化的早熟」 ; 我們先賢的智慧足夠啟發我們如何去處事，我們先烈的德表足夠激勵我們如何去做人。我們文化中的倫理思想，對人性的推崇和信賴，對大自然的讚嘆，對安和樂利境界與大同世界的期盼和嚮往，和對「報本返始」信念的執著，都可以對世界文化的發揚作出獨特的貢獻。
現在我們必須問的一個問題就是 : 難道這些文化遺產都與基督無緣？都在上主的救恩計劃中沾不上關係？難道中國教會必須如仇教者所諷刺的：多一個基督徒，就少一個中國人？難道全能全智的上主，祂的智慧僅能在希伯來人的傳統和文學中才可以形諸文字？難道中國基督徒不可能感到 ; 在閱讀中國古今文學名著時，可能比閱讀聖經更能產生共鳴？我們絕非不要聖經，也無意把聖經和其他文學作品放在同一的地位，我們只是問 : 為甚麼我們「不要」上主顯示在中國數千年文化遺產中的智慧？如果要，這些遺產在中國教會的生活中，尤其在教會的禮儀生活中，又可以佔一個甚麼位置？我們不能讓基督的教會成為真正的中國教會，又讓中國人成為真正中國式的基督信徒嗎？

其實，民族感、根源感、文化認同感等，本身已是一種道德力量，也是提昇心靈、導向宗教的一種途徑，如果我們能在自己所喜愛和認同的道路中與基督相遇，那更是一種多麼愉快的感受，多麼難忘的驚喜！
(四)   建設一個多姿多采的普世教會
現代社會趨向劃一化，甚至連人的身裁或高矮肥瘦也要製造出一個標準去衡量一番。但宇宙的主宰在創造萬物時，却設計了每一朵花都有不同的氣味，每一片葉子都有不同的形狀，每一隻鳥兒都唱出不同的歌聲。造物主並非工廠老闊，祂不屑於製造千篇一律的東西，不會只用一個模型，便鑄造出千千萬萬個一模一樣的人。所以我們生來便是獨一無二、與眾不同的。難道我們可以假設這樣的一位天主，既然對於萬物和人類都要求多元化，對於人類的社會或對於祂所創立的教會却會要求單元化和劃一化麼？

小孩子對父母絕對依賴、刻意模仿。但當他逐漸長大時，便越來越不必再依賴和模仿父母，因為他和父母之間的關係，已由「依賴」的關係發展到更為成熟的「互相依存」關係了。地方教會在接受福音的初期，無法不依賴那個把福音帶來的「母體」教會，但隨着地方教會的逐漸發展和成長，這個「子」教會便必須成為一個能獨立生存，有本身特殊面貌的教會。在共融的觀念下，這雙母子教會已變成互相依存、互相補充的兩個地方教會。雖然我們承認羅馬這個地方教會有其獨特的身分和地位，我們也尊敬和服從羅馬主教 ( 教宗 ) 的訓導，但這完全不等於其他地方教會必須依羅馬教會的模式而自我塑造。

上主所創造的物質世界是美麗的，因為它有高山也有平地，有江河也有海洋，有寒、溫、熱帶的差異，也有春、夏、秋、冬的變化。上主所創造的人文世界也是美麗的，因為人類的文化也有因時、因地的不同而產生的外表和本質的差異，正是這些差異，構成了一個多姿多采的文明世界，而活在這個世界中的教會，不單不應抹殺這些文化差異，反應協助這些文化去蕪存菁，發揚光大，彰顯各文化中的真、善、美，而歸榮於那真、善、美的根源—天主。
反過來說，如果一個地方教會毫無本身的特色，它對普世教會不是變成了可有可無的嗎？它又能對普世教會的進步有甚麼實質的貢獻呢？
(五)  本地化的重要條件 — 做一個真真正正的中國人
有一位宋朝理學家說 : 「夫有真人，然後有真知。」如果我們真的本地化，要使教會真正「降生」在中國的土壤和文化中，我們必須有真正的中國基督徒作動力，而真正的中國基督徒首先必須是真正的中國人。只有兼具「中國人」和「基督徒」特質的人，才能使教會完全植根於中國的泥土中。
佛教禪宗的發展對我們是一個很好的啟示。佛教是從印度傳到中國來的宗教，由於沒有外力的干擾，而中國佛教徒又能努力以自己的方式去闡釋和發揚佛教，所以佛教便變成了中國宗教，而且開出了像「禪宗」這樣燦爛的花朵—一種與原來佛教氣味完全不同的花朵。然而却無人不承認它也是佛教—是地地道道的佛教。禪宗這個中國式的佛教，不單沒有出賣佛教，或使佛教變形與減損，反而把佛教推向了另一境界，使佛教從整體來說，顯得更學富，更多姿多采。
但中國基督徒怎樣才能回復其「中國人」的本來面目呢 ? 他首先必須打破認為「中國文化有欠缺」的心理。這並非說中國文化沒有欠缺，因為世上所有的東西都有欠缺，即使基督徒的文化也有欠缺。縱然天主的「啟示」是完美的，但承載啟示的語言、文字—即使那是「原文」—還是有欠缺的 ; 那些文字所由出的文化—希伯來文化—更是有欠缺的。我所說「打破認為中國文化有欠缺的心理」，意思是：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無須對自己的文化有莫名其妙的自卑感，我們要設法認識自己的文化，要樂意浸潤在自己的文化中，感到以做一個中國人為榮。當我們研究中國文化時，要懷有一份溫情和敬意，懷著感恩之心由上主手中接受這份祖先留給我們的遺產，並要相信 : 這個「進入了人類歷史」的上主，也是我們國家、民族歷史的主人，祂也在我們的歷史和現實生活中顯示自己，在我們先賢和現代人的智慧中啟示其智慧。
我們絕對相信天主在聖經中自我啟示，但我們也把聖經看作是一種「語言」，一種上主的「行為語言」，這語言很清晰的告訴我們一個訊息：「上主與我們同在」。祂與人同在，不是單單與希伯來人同在，而是與普天下古往今來的人同在。我們既能在希伯來人的歷史中看到上主的臨在，為甚麼却不能在自己民族的歷史中，或在現代中國人的生活中找到上主的踪跡？
筆者曾有兩次頗感難受的經歷：一次是當與一羣公教老師聚會談到教會本地化問題時，竟然有數位熱心的公教老師聲稱對中國式的聖母畫像覺得「反感」。另一次是在香港教區更新營時，發現在贊成本地化的司鐸中，國籍司鐸的比例竟然比外籍司鐸為低。我並不認為教會本地化就是把聖母畫成「觀音」的模樣，但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拉斐爾的「聖母像」難道又是聖母的真肖像？為甚麼我們接受意大利式的聖母像，却對中國式的聖母像起反感呢？我也很高興看到外籍傳教士對教會本地化的擁護，但他們能使教會有的全面本地化嗎？為甚麼國籍司鐸對教會本地化反而感不到有迫切的需要呢？

我們不應把中國文化看成完美無缺，因為那不可能是真的，這種想法不過是一種膚淺的文化自大狂而已。但我們却應把中國文化看成是通往上主或認識上主的一條路：藉着自己的文化，我們可以加深對聖經的認誠 ; 藉着聖經，我們也可以更易經由自己的文化而發現上主—祂活在我們當中的踪跡、祂啟示我們的訊息 ; 那是一位無所不在、與我們的祖先同在，也是現在活躍在我們中間的上主。
(六)　 中國文化是否缺乏「超越性」？
許多善意的中國基督徒對中國文化有保留，因為認為中國文化只是現世的、人間的、人為的文化，它缺少宗教性的「超越」，不能帶引我們到啟示的上主那裏去。所以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完全感受不到有認識中國文化的必要。事實上，當香港胡振中主教在一九八四年發表有關天主教對香港前途的聲明時，其中所提的「身為中國人」那一部分，便未能引發起一般基督徒的共鳴和興奮。與此相反的，却是中國歷代的知識分子，包括近代的新儒家，大都認為基督的宗教比不上中國文化的博大、優美和其中的涵容和氣度。
本文並不擬指出天主教與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間不咬弦的誰是誰非，也不想猜度為甚麼中國的知識分子對天主教懷有「偏見」，我只想問的是 : 我們如何打破這個僵局？如何和中國知識分子建立真正的對話？

劉述先生曾在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發表過一篇批評基督宗教的文章，並指出基督宗教不能在中國植根的原因。他引述神學家田立克 (P. Tillich) 的觀點，認為只有宗教才可以抗拒宗教，只有超越的信念才可以抗拒另一種超越的信念。他認為 : 如果中國文化沒有超越的信念，那麼主張超越的基督宗教便可以乘虛而入，彌補了中國文化中的空缺。所以劉先生認為中國人是有超越的觀念的，不過與基督宗教所主張的有所不同而已。
如果我們放下那些過分抽象的概念，立刻可以問：基督宗教的所謂「超越」究竟是甚麼？一個相信「超越宗教」的信徒在生活上、思想上有甚麼與眾不同的地方？是對生命的肯定？對不朽的追求？對永恆的祈嚮？對未知的開放？對生命的信心？對世界的希望？對真、善、美的追尋？對人生境界不斷昇進的努力？對精神事物的肅然起敬？敢於往心靈深處探索？樂於為理想而獻身？能夠毅然決然地去跨越人生重重的障礙和波折？或者甚至是對神明的景仰和信奉？如果是指這些東西，那麼在中國的文化，在中國先賢對人生和宇宙的體驗中，並不缺乏這類信念。
聖經中，尤其是古經中的天主，有時給人的印象是十分「擬人化」的，祂一點也不超越，祂有時甚至會被誤認為是個胸襟狹隘、殘暴而好戰的希臘戰神。相反地，中國文化中「天無私覆」、「造物無言却有情」、「天地不仁 ( 不偏愛也不偏憎 ) 」，及「無為而無所不為」的那一位，却予人以更為超越的印象。那是老子書中所謂「有生於無」的「無」 ( 「無」當然不是指「甚麼都沒有」 ; 因為這「無」是「有」的根源 ) 。對於這樣的「超越」，我們的先聖先賢當然不會說出個中究竟。其實，真正的超越又豈是人間的語言、文字和概念所可能表達的？面對着「超越」，我們的先聖先賢實在比那些滿口超越的人老實多了，所以莊子才會說 : 「聖人 ( 大概是指孔子 ) 六合之外，存而不論。」 ( 齊物論 ) 存，是既不肯定，又不否定。這種開放態度是一個有自知之明的知識分子對「超越」唯一能有的態度。
中國文化也有不朽的觀念，對永恆的祈嚮更是相當肯定的。蘇軾在他的「潮州韓文公廟碑」中，便表達過這種信念：「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嶽降，傅說為列星……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其實這便是生命永恆和精神不死的一種明確宣言。
中國人對永恆的信念，也在一種「團體感」中流露出來，這似乎比一些「個人化」的永生觀念更為深刻。這便是中國文化中所表露的「尊天敬祖」、「崇德報功」、和「保我子孫」、「佑我後人」等歷史承擔感。尊天敬祖，是中國文化「返本復始」精神的流露 ; 崇德報功，是中國文化對功在社稷者的景仰。中國人相信「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所以必須報答、景仰和崇奉 ; 而一切偉大的人物，既曾對人類的文化和物質生活作過貢獻，他們不會真的死去，至少精神仍在，且將永留人間。中國文化所看到的生命不單是一個「個人」的問題，而且也有家庭、民族和歷史的幅度。人是整個人類的一分子，有永恆的價值和命運，因此中國人也格外重視「千古」、「天長地久」的觀念，並認為能「留芳百世」，也就與上了永生的天堂無異。一個真能在生活、品德上做到流芳百世的人，天主會不讓他承受永生的賞報嗎？中國人不求「永生」，正是他們對永生追求的一種「超脫」。唐君毅先生所寫的「氣節之士」，可以做到「以身殉道…..以身隨道之往以俱往，抱道而入於永恆……其心中一念，唯是所以不負平生之志，匪特可不念及其當留名後世，抑且可以不念及其死亡是否有益於後世……其死也，所以酬國家文化之恩澤，而無愧於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之間。故其全部精神，皆所以求自慊而自足……」這也是鄭板橋先生在他的「難得糊塗」中所說的「當下心安，非圖後來福報也」的精神。這種堅持理想和信念，不求報答，但求心之所安、不負平生志，和自慊自足的人生態度，不是比那些刻不離渴求天堂賞報的思想更為偉大，更為超脫嗎？至於莊子的「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的精神，更是多麼的超脫！
(七)   中國文化以人和以現世生活為中心有甚麼不對？
相信「超越的宗教」的基督徒，當然是以超越的神為主、為中心，而中國文化却是個道道地地的人本主義文化，以人、以生活、以現世為重，難怪基督徒總會覺得中國文化有很嚴重的欠缺。中國文化雖然相信超越，但達致超越的方法却毫不超越。相傳有一位高僧，教弟子超脫穿衣吃飯的煩惱的方法，竟然就是「穿衣吃飯」！這位高僧相信：人只有在生活中，在真真實實地生活時，才可以達到超越的境界。對許多中國思想家來說，超越似乎好像幸福和快樂一樣，不是可以「直接」求得的，而是落實地去生活的結果。
中國人很有宗教感，但似乎已經把宗教「倫理化」了 ; 宗教是為人生而存在的，它必須負起裨益世道人心的任務。一次有人問孔子「死人有沒有知覺」這問題，孔子不作正面回答，因為他認為：如果答「死人有知」，恐怕孝子賢孫會妨生送死，把精力花在死人身上 ; 要說「死人無知」，又恐怕那些不肖子孫不去埋葬自己的父母。所以孔子不回答這些問題，他反而勸告問他的人說 : 「你如果想知道死人有知或無知，等到你死時便可以知道了，何必現在便問呢？」基於同一理由，孔子雖然主張「慎終追遠」，却是為了「民德歸厚」—又是宗教為了生活！
中國文化也因此並不斤斤計較於「教義」的問題，也沒有正式負責闡釋教義的中心權力，對宗教的解釋也無所謂正統與不正統。所以在中國很少真正的宗教戰學，更少為了宗教教義的問題而產生迫害「異端者」的現象。
「立地以上承天，承天道以隆人」，這是中國文化對宗教的基本態度。中國人相信倫理與宗教可以合一、對照，互相發揚、互相增益。儒家尤其相信宗教可融於人文，因為天人之道都同是仁道，人德可同於天德，人性可通於天命而一同臻於至善。在人的仁心與善性之中，可以見到天心與神性的影子 ; 當人達到至誠的境界時，也就可達到天人合一、贊天地之化育的最高境界。
孔子對於宗教，也是採取一種和求學態度相似的「多聞闕疑」和「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開放態度。他不談自己不清楚的東西，因為他不願信口開河，好像有些人在談到神、靈魂，或「天堂」、「地獄」時，竟然好像是親身經驗過一樣。不，他要忠於自己的良知，要對自己的知識負責。他不願多談死、天命、怪、力、亂、神等問題，他諄諄敦促弟子要致力於人事的工作，因為他認為只要盡人道，便可暗合天道 ; 盡己心，即可達天心。
當然，在中國文化中很少有「歸榮於神」的觀念，也沒有「事奉天主」的傳統，這也許是基督徒最不放心的一點。但我們有否反省 : 我們「歸榮於神」或「事奉天主」的觀念，又是否過於把天主「擬人化」了？祂真的希罕我們的「歸榮」和「事奉」嗎？創造生命和世界的主宰，最感光榮的時刻，不正是當生命活到最豐富，而世界又臻於最和諧的時候嗎？照顧我們的天主，通常也不會直接介入我們的生活中，因為祂的聖意正是希望我們能按祂的計劃去生活、去彼些服務、互相照顧。祂賜給我們力量，光照我們，成為我們生命的泉源和動力，也是要我們努力工作、真誠地生活。而祂在人間的工作，實在就是我們的工作。在這個角度下，我們有理由說 : 「在現象世界之內，我們可以主張以人為本，在現象世界之外，才承認以神為本。」這樣，「人本」的信仰非但不與「神本」的信仰互相抵觸，反而可以互相補充呢！
許多反宗教的思想、主義、學說和意識型態，都是對人十分重視的。宗教人士為了他們的反宗教態度，很少願意加入這些人對人的歌頌的行列，因而讓人有一種「宗教人士不重視人、不重視人生」的錯覺。其實，人遠比某些觀念或信念之類的東西重要，我們可以毫不猶疑地歌頌人性的偉大 ( 因為那是上主的傑作！) ，並承認這已是信仰的核心 ; 至於能否把這些愛人的行為升格到在意識上和「神」聯繫在一起，則是次要的。我們容許有「無名的基督徒」，為甚麼却不能在自己的信仰內包容那些「無名的基督文化」呢？
(八)   中國教會本地化的實踐
中國教會本地化的意義，並不是讓一個洋教穿上唐裝 ; 中國文化也不是單指中國的古書、古董、古畫和古音樂。本地化運動絕不是復古運動。
本地化是基督神妙身體在特定時空下 ( 尤其是此時此地 ) ，在特定民族中 ( 即中華民族 ) 的化身。中國教會本地化是基督教會降生在中國土地上的過程。這樣的教會保持着當地文化的精神和面貌，却不斷受聖言所轉化，向聖神開放，實踐福音，能夠與當地人作深入的交談，使當地的社會能逐步邁向天國的理想。在這整個過程中，當地人的歷史、文化、語言，和所熟悉的標記，不單不會受到傷害和否定，反會在成長的過程中，受到天主聖言的潛移默化，獲得提昇和淨化。
這樣的本地化排除了把一個外國宗教「移植」到中國來的傳教方式，它至少應該可以和「佛教的禪宗化」等量齊觀。
因此，中國的傳統和文化必須受到尊重，中國人的生活和所遭遇到的境況必須獲得關注，中國基督徒也必須能以自己原本認同的方式去履行宗教責任，以自己熟悉的語言、思想和象徵去表達自己的宗教情愫，藉此而向自己的同胞傳揚福音的喜訊，這喜訊其實早已潛藏在「那些在福音尚未傳給我們人民之前；天主親手種植在我們古老文化中的種子」之中。 ( 一九七八年亞洲主教團協會第二屆全體代表大會最後聲明，11)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筆者謹向中國教會建議下列實踐方法：
１．按中國文化，甚至是按現代人對宗教的期許，提昇「人」在宗教中的角色和地位，重新肯定宗教為人，為人的得救，為人的生活，為人的昇華而存在的特色。鼓勵中國基督徒放心大膽地加入現代人對人歌頌的大合唱，不必害怕因此而失去對神的崇奉。
２．接納「在現象世界內以人為本，在現象世界外以神為本」的分析，讓人在信賴上主的基礎上，努力投入生活、建設世界，掌握自己的命運。這是中國文化中「宗教倫理化」或「宗教生活化」的提昇和引伸。
３．為了達到上述目標，中國基督徒必須熱愛人間，關切世運，對周圍環境有熱切的關懷，對社會現況和人性問題有基本而可靠的認識，並在聖言啟發、聖事滋養和聖神領導下，以祈禱的觸覺去洞察時代的徵兆，以基督的精神去策劃和行動，在教內團體支持和教外善意人們的合作下，勇敢摸索前進。
４．中國文化，特別是那些表現在中國古今文學名著中的智慧，必須受到重視，而且要在教會日常生活中應用—尤其是在教會的禮儀中。中國教會有責任在無損禮儀精神完整的原則下，有系統地加入中國文化的精華，讓教友們在每主日受到聖言滋養之餘，也能受到自己同胞智慧的啟發，因為那些智慧之言，正是天主親手種植在我們古老文化中的種子」。 ( 註 )
５．修院和天主教學校都應按部就班，並以合理的速度促成中文化和中國「文化化」，不單接觸中國文化的表皮，還當深入探討它的特點和可以補充基督文化中不足的地方。
６．重新編訂慕道課程，讓基督的訊息能以本地人所熟悉的思想方法去領悟，並能答覆本地人對人生的疑慮和需求。
７．允許針對教會本地化的各種善意和負責任的創新和嘗試，並要將成功部分大膽地納入整個中國教會的日常生活傳統中。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香港中國神學協會神學營講稿
註：教會在大日課中也經常引用「敎父」的話，為甚麼我們先聖先賢的話不能被正式引用？

本檔案未經整理
